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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OLogit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

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未促进社会公平感,反而导致社会公平感提升一个或一个等

级以上的概率下降约14.41%。这一结果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内生性和样本

选择偏误后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在男性和没

有大学学历群体中更为明显,而在是否从事非农工作群体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机制检验

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和抑制阶层流动感降低社会公平感。此外,
闲暇互联网使用偏好对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效果也有所区别。因此,应从提高个体互联网使用技

能并借助互联网技术拓宽增收渠道、用制度调节和规范资源分配以保障阶层向上流动渠道畅

通、鼓励个体广泛参与线上学习提高人力资本、加强社会舆情引导等方面努力,以实现互联网使

用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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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场景的多元化使中国网民人数增长迅速,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网民

规模达10.6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5.6%。这意味着以信息通信技术(ICT)和数据要素为驱动力的互

联网正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深刻交融,对中国居民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影响程度也持续加深,极大

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并对公众的社会公平意识产生深远影响。长期以来,社会公平是人们

不断追求并渴望达成的目标,也是“十四五”规划中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原则所强调的价值

内核。如果能够证实互联网使用有利于提升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并明确其作用机制,那么对该问题的研

究将为中国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公平提供新的思路。
社会公平是指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规则等多领域的公平[1]。社会公平感

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个体基于自我感知对社会资源分配正当性做出的主观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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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平状况历经多次转折,从“世界上平等社会的样板”成为“世界上不平等的社会之一”[2],而后又整体

朝良性方向变化[3],出现了一个攀升再下降的过程。然而自1994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4~0.5
之间徘徊,在此期间尽管略有回落,但始终维持在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以上①。发生如此深刻变动的

原因在于,在经济或财富实现巨大增长的同时,大量社会资源和机会并未在不同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

间相对均衡地分配[3]。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会改善这种不公平的境况,提升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吗?
 

从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介的角度看,受自身经验和认知的局限,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主观评价不可避

免地受到大众媒体的建构,这种影响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出现后被不断放大和加深[4]。与单向输

出且具有一定程度时滞性特征的传统媒体不同的是,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即时性和人人可参与性赋

予了新媒体在社交、分享、咨询、维权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内含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有利于促进个体社会

公平感。然而,由于互联网使用的匿名性以及监管缺失,失真的、煽动性的事件经由互联网发酵后会向受

众传递错误的信号和更多的负能量,导致公众的社会公平感严重偏离实际[4]。从互联网激发就业新模式

的角度看,互联网发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用工形式、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场所[5],引出了若干带有灵

活性和自雇特征的职业种类和新岗位,如外卖、直播带货、视频博主等。对于农民工、女性以及受特殊情

况所限而无法参与常规就业活动的弱势群体来说,这种时间自由、内容弹性、方式灵活的就业新模式不仅

为其提供了多样化且高回报就业机会和创收来源[5-6],同时还避免了这部分群体与社会脱节而引致社会

怨恨心态。从互联网使用存在技术门槛的角度看,尽管互联网技术扩散具有普惠性,但互联网使用所带

来的收入的增加只在高学历、高技术劳动者中表现得更为显著[7]。原因在于这部分群体可能从事复杂度

更高的如创新、研发等职业,是对互联网技术更高水平的需求和应用。研究显示,收入较高的行业主要集

中在金融、信息技术、医药和半导体等高技术行业[8]。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同样对高收入产生向往,然
而短期内难以获得同等技术水平以匹配高技能工作的需求,加之原先从事的低技术复杂度和重复性的工

作被互联网技术替代,收入减少,阶层之间收入分化进一步显现[8],从而影响这部分群体对社会公平感的

评价。因此,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公平感,其作用机制又如何,成为两个有待检验的重要命

题。上述理论为本文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利用2010、2012、2013、2015、2017年共5期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互联网使用如

何影响社会公平感进行深入探究。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在研究方法上,综合利用

工具变量法(IV
 

OProbit)、处理效应模型(TEM)和粗化精确匹配法(CEM)控制了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并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验证;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一方面从构成社会公平感的不同维度入

手,探讨互联网使用能否提升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判断,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不同目的和偏好,深
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公平感

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公平感密切相关。社会公平感的构成包含多个维度,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

影响自然也体现在多个维度。在内容上,社会公平感包括公众对起点公平、过程(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

的判断[1]。相较取决于出身(初始禀赋)和运气这种具有一定偶然性和随机性的起点公平,强调所有人都

拥有平等权利获得成功的机会公平以及要求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相对均等分配的结果公平,是影响公众

社会公平感的两个最基本维度[1],一般涉及教育、就业、政治参与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四个子维度。其

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9]。互联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

衡,可以高效率、低成本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从而缩小因家庭背景、区域、城乡等原因导致的教育

不平等[10]。其二,就业公平是反映社会公平感的一把量尺[5]。Katz[11]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进步

产生的“净岗位创造效应”使经济中各层次,尤其是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持续增强,从而缓解了由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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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分割和行业分割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公平感[1];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促进了就业性别结构发生变化,提
高了女性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6],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由于性别歧视带来的就业不公平感。其三,政
治参与感同样是社会公平感的重要构成之一。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扩大城市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参与行

为[12]。互联网打破了信息单向传播的缺陷,以此提升了信息交互性和反馈效率,强化了个体对自身政治能

力的感知,并由此对社会公平感产生更加积极的评价。其四,基本公共服务也是影响公众社会公平感的重

要一环[13]。互联网在包含社保、医疗服务和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实践应用破解了传统公共服务领域存

在的管理真空和供需错位困境,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化[13],这自然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公平感。
研究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的理论依据建立在对社会公平感具体内涵进行细分的基础上。

从互联网使用的角度来看,不同目的和偏好的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14]。按

照CNNIC对互联网应用的分类,互联网使用目的主要包括社交活动、娱乐活动和学习活动。具体来说,
互联网使用催生了以“线上”为主要方式的社交新趋势。在此过程中,这种基于兴趣爱好、思维方式等因

素集聚起来的“社交圈”由于有着类似的价值取向,因此其中某个体的社会态度得以轻易外推至“圈内

人”,最终造成整个群体社会态度的转变;对于热衷娱乐活动的群体来说,短视频、游戏、网剧等消遣方式

带来的愉悦体验可以缓解日常压力,可能使其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更为平和;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学习

方式,拉近了个体与优质教育资源的距离。在线学习极大提升了个体的学习效率,增强了自身的人力资

本和竞争力[7]。这显然会影响个体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认知。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具有正向影响,且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偏好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

在异质性效果。

(二)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如果个体凭借个人价值与努力而非基于自身家庭条件或凭借“运气”能够令自己和家人获得更高的

经济收入,那么个体会对社会公平状况持有积极态度[1,9]。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互联网作为一种通用

技术,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15],也增加了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带来了更高的就业概

率和收入水平[16]。然而,绝对收入水平的增加并不总是意味着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原因在于不同群体

之间收入增加速度的不一致会导致相对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张。事实上,在各个群体内,重要的并非个人

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而是与该群体中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比状况如何[17]。当个体的收入

水平低于其参照群体的收入水平时,就会产生负面情绪。也就是说,这种基于个体对自我及周围环境的

评价与感知的相对收入不公平感越高,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就越低。已有研究也显示,相对收入的不

平等会导致人们对社会不公平的反应更加强烈[18]。Easterlin[19]在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中提到,个体

对相对收入的评价可以跨越群体、跨越文化、跨越国别、跨越体制进行比较。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介,打破

了封闭环境下的信息不对称,使个体更容易捕捉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状况,因此个体

对自身收入水平的感知不再是简单的自我和群体比较,而是跨越自我和群体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比较,
这就意味着个体原来进行比较的收入参照系发生变化,带来了明显的收入落差感[18],这种落差会抵消通

过互联网使用增加的绝对收入而产生的社会公平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互联网使用通过影响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影响社会公平感。

(三)阶层流动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结构决定论认为,个体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取决于自身所属阶层的高低。个体社会地位越高,其
社会公平感就越强,反之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就越低[20]。事实上,个体对所处阶层的判断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个体社会地位或社会位置的变化过程[17],也就是个体是否实现了阶层流动。如果上行流动渠道

长期堵塞,意味着经济和资源的分配具有不合理性,进而加剧个体的主观不公平感,最终引致阶层冲突和

社会动荡,构成一个龟裂型社会形态[21-22]。当向上流动渠道比较畅通时,个体会对未来形成积极的社会

流动预期,产生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此时即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也能较好地弱化

个体的社会不公平感[17,23]。龚锋等[23]实证结果表明,如果个体无法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就会对阶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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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感持更为负面的判断,并因此对社会公平状况具有更低水平的认同和感知。阶层流动取决于多方因

素,既有制度层面的畅通,也有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等因素。在互联网时代,尽管制度保障了

阶层流动机制的畅通,但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的社会濡染、同群效应[12]和特有的互动性、即时性、多媒体

等传播特点放大并固化了群体间的阶层认同感。首先,具有鲜明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文化偏

好等隐形界限经由互联网的加工与传播逐渐形成阻碍阶层流动的门槛,一方面使社会阶层的区分更加自

动化,另一方面加剧了社会群体结构的两极分化。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带来的“赢者通吃”现象

造成了互联网行业的收入水平长期居于高位,而持续的高收入意味着自身所处阶层的锁定效应更

强[24-25]。早期互联网平台垄断,使低收入阶层向ICT领域这一高收入阶层的流动受制于人力资本和技

术等因素,进一步形成互联网时代的阶层分化[21],从而影响社会公平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互联网使用通过影响阶层流动感影响社会公平感。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

持执行,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之一。项目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法,对全

国28个省份(不包含西藏、海南、新疆和港澳台)一万多户家庭进行调查,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鉴于

2011年调查样本相对较少并且缺失部分关键变量以及2014年数据缺失,本文选取CGSS
 

2010、2012、

2013、2015、2017年这5年的调查数据。根据本文研究需求,对相关数据变量进行筛选和整理,剔除缺失

值或“不适用”“不知道”“无法回答”、男性60岁以上和16岁以下以及女性50岁以上和16岁以下、学生

个体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5
 

539个。将以上5年的数据合并为混合截面数据,增大样本量的同时,
保证参数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社会公平感(Y)。CGSS通过询问“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调查受访者对社会公平

的整体判断和综合评价。受访者在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比较公平、
完全公平五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分别赋值1~5。

2.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X)。借鉴龚锋等[23]的做法,根据CGSS问卷中“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
来定义个体互联网使用状态,并将其调整为0—1二值变量:将“有时”“经常”“总是”使用互联网(包括手

机上网)赋值1,否则赋值0。如果X 的系数为正,即表明互联网使用提升了社会公平感。此外,互联网

使用还表现为闲暇时的线上活动。因此,本文引入闲暇互联网使用变量,以衡量个体在空闲时间是否使

用互联网,利用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上网活动”反映。类似地,将回答为“每天”
“一周数次”和“一月数次”定义为1,将“一年数次或更少”或“从不”定义为0。

3.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文献和做法[3,22,25],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个体层面,性别、是否拥有大学学历、年龄及

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户籍、工作状况、党员身份、政治参与状况、健康状况、是否参与社会保险;家庭层

面,子女数量、家庭收入的对数、家庭经济地位。此外还考虑了地区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值得注意

的是,不同互联网使用偏好可能会引起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产生不同效果。因此,本文选取

“社交活动”“娱乐活动”“学习活动”代表个体互联网使用偏好,并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分别赋值1~5反映

这些活动的频率。
所有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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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公平感
 完全不公平为1,比较不公平为2,说不上公平但也

不能说不公平为3,比较公平为4,完全公平为5
25

 

539 2.985 1.055 1.00  5.00

互联网使用  使用互联网为1,否则为0 25
 

539 0.495 0.500 0 1.00

闲暇互联网使用  闲暇使用互联网为1,否则为0 25
 

539 0.514 0.500 0 1.00

社交活动  从不为1,很少为2,有时为3,经常为4,非常频繁为5 25
 

539 2.816 0.992 1.00 5.00

娱乐活动  从不为1,很少为2,有时为3,经常为4,非常频繁为5 25
 

539 3.298 0.899 1.00 5.00

学习活动  从不为1,很少为2,有时为3,经常为4,非常频繁为5 25
 

539 2.004 1.053 1.00 5.00

性别  女性为1,男性为0 25
 

539 0.430 0.495 0 1.00

大学学历
 拥有大专(成人或正规高等教育)及以上学历为1,

否则为0
25

 

539 0.188 0.391 0 1.00

年龄  调查年-出生年份 25
 

539 39.040 10.350 17.00 59.00

年龄平方  年龄的平方 25
 

539 1
 

632 808.500 289.00 3
 

481.00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为1,否则为0 25
 

539 0.842 0.364 0 1.00

户籍  农村户籍为1,否则为0 25
 

539 0.620 0.485 0 1.00

工作状况  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为1,否则为0 25
 

539 0.576 0.494 0 1.00

党员  共产党员为1,否则为0 25
 

539 0.099 0.298 0 1.00

政治参与  参与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为1,否则为0 25
 

539 0.439 0.496 0 1.00

健康状况  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为1,否则为0 25
 

539 0.894 0.307 0 1.00

社会保险  参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为1,否则为0 25
 

539 0.910 0.286 0 1.00

子女  子女数量 25
 

539 1.333 0.893 0 22.00

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对数 25
 

539 10.550 0.980 5.70 16.12

家庭经济地位  认为在平均水平及以上为1,否则为0 25
 

539 0.625 0.484 0 1.00

注:根据CGSS
 

2010、2012、2013、2015、2017年数据计算得到。

(三)模型设定

因社会公平感是定序变量,为此本文采用次序逻辑斯蒂模型(OLogit)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

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Yit=βXit+γControlit+λDm +θTt+εit (1)
其中,Yit 表示社会公平感;Xit 是核心解释变量,即个体是否使用互联网;Controlit 表示个体层面和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Dm 为个体所在地区的固定效应①,代表地区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Tt 为年份固

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互联网使用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估计结果见表2。其中,第(1)列是单变量估计结果,第(2)(3)列是依

次加入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4)列是在加入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的基

础上固定了地区和年份的估计结果。第(1)~(4)列的OLogit模型呈现了一致的结果,即在其他情况保

持不变的条件下,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第(2)~(4)列结果

显示,随着相继控制个体层面变量、家庭层面变量及固定效应,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产生负面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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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样本所在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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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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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幅度却越来越大,伪R2 增大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与增加是合理有效的。对于OLogit模型,估计系

数无法直观反映边际效应,只能从显著性和参数符号方面给出有限的信息,同时考虑到本文核心解释变

量为离散变量且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变量,因此,需通过进一步计算得出互联网使用影响社会公平感的几

率比。从第(4)列的估计结果来看,互联网使用带来的效应非常明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未使

用互联网的个体相比,使用互联网时社会公平感提升一个或一个等级以上可能性的概率将下降约

14.41%。这一结果略高于韩雨晴等[4]利用CGSS
 

2015年数据得出的结果,原因可能在于本文利用5期

CGSS数据,样本量的增大以及互联网更广泛的普及使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更明显。综上所

述,互联网使用并未提升社会公平感,反而降低了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此结果与本文假说1互联网

使用促进了社会公平感的预期不一致。
在个体层面,性别、工作状况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也显著为负。相反地,农村户籍、拥有大学学历、拥

有党员身份、参与政治选举以及个体健康状况和参与社会保险则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显著为正。由年龄

系数显著为负、年龄平方的系数显著为正可知,年龄—社会公平感曲线存在U型特征。婚姻状况对社会

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个体倾向选择与自身价值观类似的配偶,因此婚配与否并不直接影响个体对社

会公平感的评价。在家庭层面,子女数量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得益于中国义务教育制度和标

准化、高透明度的教育体系,有孩子的家庭由于教育机会而产生的不平等感相对较低[21],而在教育领域

获得的公平感以及长久以来将教育视为向上流动渠道的观念可以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和总公平感[9]。家

庭经济地位对社会公平感提升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但家庭年收入并未为对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一
个可能的解释是个体对于家庭经济地位评价的参照半径是基于“当地”或“所在地”,事实上,即使在社区层面

的经济差距都会对社会评价产生显著影响[22];此外,对家庭年收入来说,问卷对该变量并非通过“等级”或
“比较”等相对评价来刻画,因此对社会公平感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而是可能通过某种机制得以体现。

表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社会公平感

(1) (2) (3) (4)

互联网使用

性别

大学学历

年龄

年龄平方

婚姻状况

户籍

工作状况

党员

-0.132*** -0.050* -0.090*** -0.156***

(0.023) (0.029) (0.030) (0.031)

-0.028 -0.044* -0.046*

(0.025) (0.025) (0.025)

0.239*** 0.185*** 0.193***

(0.036) (0.036) (0.036)

-0.017* -0.012 -0.015*

(0.009) (0.009) (0.009)

0*** 0** 0**

(0) (0) (0)

-0.010 -0.085** -0.063  
(0.036) (0.038) (0.038)

0.241*** 0.229*** 0.169***

(0.028) (0.029) (0.030)

-0.094*** -0.119*** -0.073***

(0.027) (0.027) (0.028)

0.113*** 0.085** 0.102**

(0.041) (0.041) (0.041)

变量
被解释变量:社会公平感

(1) (2) (3) (4)

政治参与

健康状况

社会保险

子女

家庭年收入

家庭经济地位

地区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伪R2

观测值数

 0.242***  0.229***  0.221***

(0.025) (0.025) (0.025)

0.380*** 0.278*** 0.302***

(0.039) (0.040) (0.040)

0.189*** 0.136*** 0.135***

(0.040) (0.040) (0.041)

0.024 0.033*

(0.017) (0.017)

0.012 0.006
(0.015) (0.020)

0.455*** 0.485***

(0.026) (0.026)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0 0.007 0.012 0.016

25
 

539 25
 

539 25
 

539 25
 

539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2.()内是标准误。

3.地区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东部地区,年份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CGSS
 

2010年。

(二)控制模型内生性的回归结果

1.控制逆向因果关系

本文试图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但对社会公平感评价较低的群体来说,一方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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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借助互联网寻求更多机会以摆脱现状,另一方面也可能将互联网作为倾诉渠道以寻求认同和慰

藉,致使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主观评价反向决定互联网使用情况,导致式(1)存在内生性问题。为克服由

此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个体所在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14]。第一,互
联网普及率高的地区,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在互联网普及率低的地方,人们难以获得有

效的上网途径从而导致个体使用互联网的概率更低。也就是说,互联网普及率与互联网使用这一解释变

量高度相关;其次,互联网普及率难以通过互联网使用以外的途径影响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因此也

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参照吕炜等[26]的做法,本文同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工具变

量有序Probit(IV
 

O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3。第(1)(2)列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中,F 统

计量远超过经验标准值10,说明该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即互联网普及率与互联网使用之

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第二阶段回归中,针对工具变量所进行的KPLM
不可识别检验和Durbin-Wu-Hausman外生性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解释变量为外生解释变量

的原假设,表明式(1)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做法是合理的,能够修正回

归结果。进一步地,第(3)(4)列的工具变量有序Probit回归结果显示,内生性检验参数(atanhrho_12估

计量)在社会公平感为被解释变

量的模型中显著(在1%的水平

上显著),再次验证了互联网使用

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IV
 

OProbit估计更有效率,结果更

准确。第(4)列结果显示,互联网

使用对社会公平感产生积极评价

的概率下降约21.3%。相比于

基准回归结果,互联网使用对社

会公平感的影响被低估,但两者

的影响方向确是一致的,2SLS模

型的影响方向同样保持一致。总

的来说,在控制核心解释变量因

逆向因果关系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后仍然可以得到互联网使用会对

个体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负向影

响这一结论,验证了本文结论的

稳健性。

表3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2SLS

(1)第一阶段 (2)第二阶段

IV
 

OProbit

(3)第一阶段 (4)第二阶段

互联网使用

互联网普及率

第一阶段F 统计量

Durbin-Wu-Hausman
 

外生性检验

Kleibergen-Paap
 

rk
 

LM
 

不可识别检验

Cragg-Donald
 

Wald
 

弱工具变量

atanhrho_12

观测值数

 -1.565***  -0.240***

(0.288) (0.061)

 0.341***  1.616***

(0.031) (0.138)

2
 

023.490

33.593
[<0.001]

115.904
[<0.001]

120.506
[<0.001]

0.093**

(0.036)

25
 

539 25
 

539 25
 

539 25
 

539

注:1.***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

2.()内是标准误,[]内为统计量的P 值。

3.地区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东部地区,年份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CGSS
 

2010年。

4.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2.
 

排除样本选择偏误诱致的内生性

个体是否使用互联网并非是完全随机分配的,而是与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之间都存在相关性,若在

分析中忽视了个体和家庭层面的样本选择特征,很可能导致式(1)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从而产生内生性。
本文参考张国胜等[7]的做法,采用处理效应模型(TEM)对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估

计。在第一阶段,互联网使用与否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影响互联网使用的个人及家庭特征作为解释因素,
估计互联网使用的发生概率并计算反映样本选择偏误的逆米尔斯比率;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计算的

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式(1),通过排除互联网使用的样本选择偏误,继续估计互联网使用对社

会公平感的影响。
表4报告了采用两步法(2SLS)和最大似然估计法(MLE)进行估计的结果。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

率与 MLE估计法中的方程独立性检验均显著,表明式(1)确实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采用处理效应模型

估计是恰当的修正。检验结果再次说明,在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后,基准回归结果仍然可以得到验证,即互

联网使用会使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

15

李琬,张国胜,杨明洪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



   http:∥jjkx.xjtu.edu.cn

表4 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2SLS

(1) (2) (3)

MLE

(4) (5) (6)

互联网使用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逆米尔斯比率

方程独立性检验

观测值数

-0.174*** -0.169*** -0.241*** -0.159*** -0.159*** -0.227***

(0.045) (0.051) (0.061) (0.043) (0.049) (0.058)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0.097*** 0.075** 0.095*** 0.087*** 0.069** 0.087**

(0.028) (0.031) (0.036) (0.026) (0.029) (0.034)

11.020*** 5.450** 6.360**

[0.001] [0.020] [0.012]

25
 

539 25
 

539 25
 

539 25
 

539 25
 

539 25
 

539

注:1.***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

2.()内是标准误,[]内为统计量的P 值。

3.地区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东部地区,年份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CGSS
 

2010年。

4.因篇幅限制,未列示2SLS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改变模型设定形式

为排除对模型设定的依赖,改变模型设定形式,将OLogit模型换为OLS模型及OProbit模型,通过

改变数据的分布形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5第(1)(2)列。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地区和年份固

定效应后,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拉低个体的社会公平感,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证明本文结果稳健。

2.改变变量设定形式

变量测度偏误可能会对实证结论产生影响,对此重新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来进行验证。
一方面,将被解释变量调整为0—1二值变量①,在保持样本分布不变的情况下,采用Logit模型检验互联

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另一方面,将互联网使用设定为“1~5”变量形式②,这与CGSS问卷原始数

据保持一致。表5第(3)(4)列考察了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影响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互联网使用降低了个体的社会公平感,且该结果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前文的

结论依旧成立。

表5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改变模型设定形式

(1)OLS (2)OProbit

改变变量设定形式

(3)Logit (4)Ologit

互联网使用

互联网使用(1~5变量形式)

R2 或伪R2

观测值数

-0.088*** -0.091*** -0.152***

(0.018) (0.018) (0.036)

-0.065***

(0.010)

0.041 0.015 0.022 0.016

25
 

539 25
 

539 25
 

539 25
 

539

注:1.***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2.()内是标准误。

3.地区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东部地区,年份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CGSS
 

2010年。

4.限于篇幅,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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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EM匹配估计

为了确保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和未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在协变量上保持平衡,并减少对模型的依赖程

度,本文采用粗化精确匹配(CEM)这种非参数估计法来选择合适的控制组以降低混杂因素对估计结果

的影响。考虑到互联网使用变量来自对个体的调查,本文参考田红宇等[27]的处理方法,选择个体特征作

为匹配变量。具体做法如下:第一步,按照个体是否使用互联网将样本分为控制组与实验组以构造匹配样

本。其中,未使用互联网的个体被定义为控制组,使用

互联网的个体被定义为实验组。第二步,用不平衡性

统计量(L1)判断两组数据之间协变量的不平衡程度。
第三步,通过CEM 匹配对两组数据的每个变量进行

事先分组以确保匹配提升样本的平衡性,限制平均处

理效应估计误差,同时判断L1 统计量①。第四步,使
用CEM匹配后的权重矩阵执行估计,以便得到样本

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值。表6为本文利用CEM 匹配

后的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估计系数的

方向与显著性同表2的结论一致,即互联网使用的确

对社会公平感存在向下的拉动作用。此外,匹配结果显

示,匹配前后L1 统计量分别为0.603和0.348,L1 统计

量的下降表明降低了个体对互联网使用的选择性偏

差。此结果再次验证了前文模型选择是合理的。

表6 CEM匹配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社会公平感

(1) (2) (3)

互联网使用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伪R2

观测值数

-0.093* -0.166*** -0.172***

(0.049) (0.050) (0.051)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0.007 0.015 0.020

5
 

562 5
 

562 5
 

562

注:1.***和*分别表示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

2.()内是标准误。

3.地区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东部地区,年份固定效应的参

照群体是CGSS
 

2010年。

(四)异质性分析

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从性别、是否拥有大学学

历以及工作状况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7。从第(1)(2)列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变量的估

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对男性来说,互联网使用会对社会公平感产生积极评价的概率下降约

18.33%,较女性高8个百分点左右。第(3)(4)列则显示了不一样的结果,对于没有大学学历的个体来

说,互联网使用同样会显著降低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而对拥有大学学历的个体来说,这一结果并不

显著。第(5)(6)列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负向影响在不同工作状况中同样存在显著差异。

表7 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1)女性 (2)男性 (3)大学学历 (4)没有大学学历 (5)非农工作 (6)务农

互联网使用

经验P 值

伪R2

观测值数

-0.104** -0.203*** -0.052 -0.125*** -0.202*** -0.083*

(0.048) (0.042) (0.120) (0.033) (0.040) (0.050)

0.056 0.023 0.337

0.013 0.018 0.018 0.017 0.017 0.016

10
 

992 14
 

547 4
 

799 20
 

740 14
 

699 10
 

840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2.()内是标准误。

3.地区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东部地区,年份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CGSS
 

2010年。

4.限于篇幅,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直接比较不同分组的回归结果可能会存在偏差,且考虑到本文数据类型为混合截面数据,因此本文

利用费舍尔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对其估计结果进行组间差异检验,以验证不同分组之间

是否存在真实差异。检验步骤如下:首先,分别针对不同分组估计模型得到估计系数以及两者的系数差

异;其次,将分组的样本混合起来,得到全部观测值构成的样本;再次,从全部样本中按照不同分组的样本

数先随机抽取(无放回)相对应的观测值个数,记为该分组的一个子样本组,并将剩下的观测值视为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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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另一子样本组,以获得经验样本;接着,估计经验样本的系数及系数的差异;最后,重复执行前述两个

步骤(本文重复1
 

000次)以获得经验样本估计系数差异的经验分布并计算用来检验两组系数差异是否

显著的经验P 值统计量[28]。
表7的结果显示,基于性别和大学学历分组的费舍尔组合检验经验P 值分别为0.056和0.023,均

拒绝不存在组间差异的原假设,这说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确实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学历

差异,对男性的影响程度高于女性,对没有大学学历群体的影响同样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第一,女性在

传统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多扮演“主内”的角色,但女性权益的改善和互联网使用对处于弱势的女性群

体在观念、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6],中和了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产生的负面效应。因

此,女性对互联网使用降低社会公平感的评价略低于“主外”的男性群体。第二,一定程度上,拥有大学学

历的群体在认知、思辨等方面更具优势,因此面对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冲击,能持相对沉稳而非激

进的态度[14,23]。本文观察到对工作状况进行组间差异检验的经验P 值为0.337,也就是说,互联网使用

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未在是否从事非农工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满足基本生

活需求(如出行购物、娱乐消遣)和关系需求(如社交、寻找或加入网络社群)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在不同工

作状况之间并无显著差异[29];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能有效提升信息搜索能力和即时通信效率[7],这在

不同工作状况之间同样是无差别的。

五、互联网使用影响社会公平感的机制分析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互联网使用没有提升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

现实结果与理论分析不一致呢? 前文理论假说指出,相对收入不公平感与阶层流动感是影响社会公平感

的两大核心维度,从这个逻辑出发,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影响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和阶层流动感影响社会

公平感。为验证上述传导机制,本文将进行两方面的实证分析,以期对基准回归结果作出更为合理的

阐释。

(一)互联网使用与相对收入不公平感

为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能够通过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影响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本文分两步验

证:第一步,将互联网使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相对收入不公平感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个人层面、家庭

层面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考察互联网使用与相对收入不公平感之间的关系;第二步,
将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带入式(1),验证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关于相对收入不公平感

的度量,万广华等[18,30]认为人们更倾向于在近距离或者说相对小的地理空间内捕捉不均等指标以反映个

体对不平等的认知和受到的影响。因此,本文以省级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指数作为关键变量相对收入不公

平感的替代指标,用以解释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考虑到长期以来城乡收入存在显著差

距,本文在处理数据时将户籍变量同样作为参照群归并进收入不平等指数的测算中①。由于收入不平等

指数的连续性,第一步采用OLS模型进行回归。
表8第(1)(2)列报告了相对收入不公平感机制与社会公平感的检验结果。纵观回归结果,在第(2)

列中,相对收入不公平感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对收入不公平感的提升会降低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评

价提升一个等级的概率;同时,如第(1)列所示,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个体相对收入不公平感。也就是说,
互联网使用确会通过影响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影响社会公平感,假说2得到验证。

(二)互联网使用与阶层流动感

为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能够通过阶层流动感影响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本文同样分两步来验

证:第一步,将互联网使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阶层流动感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个体层面、家庭层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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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并控制了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考察互联网使用与阶层流动感之间的关系;第二步,将阶层流动感

带入式(1),验证阶层流动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参考龚锋等[23]的做法,根据CGSS问卷中“您认为您

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及“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于哪个等级上”两个问题,将回答“1~3分”的界

定为社会低阶层、“4~7分”界定为中阶层、“8~10分”界定为高阶层。将目前社会等级与14岁时社会等

级进行比较,构建“阶层流动感”变量。其中,若目前社会等级高于14岁时社会等级,认为个体实现阶层

流动,否则为未实现阶层流动。由于阶层流动感是二元离散变量,因此第一步选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
 

阶层流动机制的验证结果如表8第(3)(4)列所示。第(4)列结果显示,阶层流动感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表明阶层流动感与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互联网使用与阶层流动感显著负相关。
具体来说,互联网使用使阶层流动感提升的概率下降9.66%左右,如第(3)列所示。综合第(3)(4)列的估计

结果,互联网使用抑制了阶层流动感,进而使个体对社会公平感持更为负面的评价。假说3得到验证。
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并未对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这一实证结果并不符合基本

预期,也与现有文献相悖。因此,笔者猜测家庭年收入并非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感,而是可能通过某种机制

得以体现。在表8第(1)(3)列中,家庭年收入对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和阶层流动感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

上显著,也就是说,家庭年收入通过影响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和阶层流动感进而作用于社会公平感,是一种

间接效应,这验证了前文的判断。

表8 机制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1)

相对收入不公平感

(2)

社会公平感

(3)

阶层流动感

(4)

社会公平感

互联网使用

相对收入不公平感

阶层流动感

家庭年收入

R2 或伪R2

观测值数

 0.001*** -0.154*** -0.102*** -0.151***

(0) (0.031) (0.036) (0.031)

-1.260**

(0.590)

0.168***

(0.025)

-0.038*** -0.042 0.130*** 0.001
(0) (0.027) (0.018) (0.016)

0.762 0.016 0.042 0.016

25
 

539 25
 

539 25
 

539 25
 

539

注:1.***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

2.()内是标准误。

3.地区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东部地区,年份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CGSS
 

2010年。

4.限于篇幅,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六、进一步讨论

已有文献对不同互联网使用偏好进行了大量分析,基本一致地验证了互联网使用的目的和偏好不

同,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也有所区别的结论[7,14]。那么,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偏好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效

果如何?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的差异? 为检验这些问题,本文加入了闲暇互联网使用与闲暇活动

偏好的交互项,试图捕捉社会公平感对不同互联网使用偏好的异质性表现。考虑到CGSS问卷中并未直

接设计互联网使用偏好的题目,因此本文将闲暇互联网使用作为互联网使用的替代变量,同时辅以闲暇

活动偏好变量共同识别和反映不同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6]。按照CGSS问卷题目,本文将闲

暇活动偏好分为“社交活动”“娱乐活动”“学习活动”,这也同CNNIC报告中对个人互联网应用的分类

一致。
个体闲暇互联网使用和不同活动偏好影响社会公平感的基本估计结果见表9。第(1)列闲暇互联网

使用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闲暇互联网使用降低了个体的社会公平感,再次验证了前

文回归结果稳健。第(2)~(4)列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各项闲暇活动以及闲暇互联网使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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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娱乐、学习活动交互项的回归结果。第(2)列结果显示,加入交互项之后,闲暇互联网使用与社交活动

的交互项并未对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结合实际来看,个体在闲暇时的互联网社交行为更倾向于与

家人、朋友等进行互动,多体现为对情感需求的满足而较少涉及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第(3)列的交互

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闲暇时偏好娱乐活动的互联网使用降低了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第(4)列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则表明,闲暇时利用互联网从事学习活动可以显著提升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结合现有文

献和前文分析,造成这种截然不同结果的原因在于:个体在闲暇时利用互联网从事学习活动时更具有主

动性和导向性,有助于强化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进一步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向上的阶层流动[7,23]。
而对于更偏好娱乐活动的个体,有研究指出,其本身就更有可能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10],在互联网的冲

击下,获得更高收入和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被挤压,从而产生更强的不公平感[29]。

表9 不同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社会公平感

(1) (2) (3) (4)

闲暇互联网使用

闲暇互联网使用×
社交活动

闲暇互联网使用×
娱乐活动

闲暇互联网使用×
学习活动

伪R2

观测值数

-0.197*** -0.220*** 0.021 -0.370***

(0.031) (0.074) (0.091) (0.057)

0.005
(0.024)

-0.067**

(0.026)

0.069***

(0.026)

0.016 0.016 0.016 0.017

25
 

539 25
 

539 25
 

539 25
 

539

注:1.***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

2.()内是标准误。

3.地区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东部地区,年份固定效应的参照群体是CGSS
 

2010年。

4.限于篇幅,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12、2013、2015和2017年5期的CGSS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检验

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个体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
这一结果在克服内生性偏误后仍然稳健。(2)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具体来说,相较于女性,互联网使用会使男性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更低;互联网使用会显著降低没

有大学学历群体的社会公平感,而对拥有大学学历的群体而言,这一效果并不显著;互联网使用在是否从

事非农工作的群体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3)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相对收入不公

平感进而降低社会公平感,同时互联网使用通过抑制阶层流动感进而降低社会公平感。(4)闲暇时偏好

娱乐活动,互联网使用会降低社会公平感;闲暇时偏好学习活动,互联网使用会促进社会公平感;闲暇时

倾向于从事社交活动,则互联网使用没有对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提高低收入、低技能、低学历个体的数字素养,包括互联网技能培训、职

业再教育等,使其成为与数字时代职业需求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以减缓数字技术发展对这部分人群就

业机会的挤占而导致收入下降;同时,利用互联网打破时间和地域限制的特征多渠道促进灵活就业,用新

职业和新机会拓宽增收渠道。第二,探索更合理的资源再分配举措的落实,消除一些具有社会群体划分

功能的社会政策,如户籍制度、行业分割等制度性歧视,弱化由于出身(如家庭环境)与运气等因素导致的

资源分配不均衡;在制度层面保障如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及社会流动机会等的平等;继续加大反垄断政策

力度,打破流动壁垒,让不同群体能够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迈进中等收入行列,并不断提高财富水平与幸

福程度。第三,引导个体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借助互联网学习平台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为个体通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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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择和职业发展实现阶层攀升提供根基和保障。第四,利用互联网引导并传达理性、正确的公平观。
一方面,要认识到取决于个人努力和能力等因素带来的结果不平等是不可避免且合理的;另一方面,加强

对网络媒介的监管和治理,抑制失真的炫富行为或对立言论等在网络上大肆营销和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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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Internet
 

has
 

gained
 

tremendous
 

popularity
 

and
 

witnessed
 

diversified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China.
 

Consequently,
 

th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has
 

rapidly
 

increased,
 

leading
 

to
 

a
 

profound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
 

driven
 

by
 

ICT
 

technology
 

and
 

data
 

elements,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The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impact
 

of
 

this
 

phenomenon
 

o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a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not
 

only
 

in
 

people’s
 

lifestyles
 

and
 

perceptions
 

but
 

also
 

in
 

their
 

awareness
 

of
 

social
 

justice.
 

Pursuing
 

social
 

justice
 

has
 

long
 

been
 

a
 

goal
 

and
 

aspiration,
 

which
 

prompts
 

us
 

to
 

inquire:
 

Can
 

the
 

Internet
 

promote
 

the
 

public’s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if
 

so,
 

what
 

mechanisms
 

are
 

at
 

play?
 

Exploring
 

these
 

questions
 

will
 

shed
 

new
 

light
 

on
 

achieving
 

greater
 

social
 

equity
 

in
 

China.

Utilizing
 

microdata
 

from
 

five
 

round
 

of
 

CGSS
 

survey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OLogit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usage
 

on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ternet
 

usage
 

does
 

not
 

promote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instead,
 

it
 

diminishes
 

the
 

probability
 

of
 

improving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by
 

14.41%.
 

These
 

results
 

withstand
 

robust
 

checks
 

for
 

endogeneity
 

and
 

sample
 

selection
 

bias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treatment
 

effect
 

model
 

and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verse
 

preferences
 

for
 

Internet
 

usage
 

are
 

the
 

reason
 

for
 

the
 

heterogeneity
 

observed
 

in
 

individual
 

evaluations
 

of
 

social
 

justice.
 

Specificall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usage
 

on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males
 

and
 

individuals
 

without
 

college
 

degrees,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across
 

different
 

employment
 

statuses.
 

Mechanism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ternet
 

usage
 

undermines
 

social
 

fairness
 

by
 

intensifying
 

the
 

perception
 

of
 

relative
 

income
 

inequality
 

and
 

impeding
 

upward
 

social
 

mobility.

Compared
 

to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in
 

two
 

key
 

areas.
 

First,
 

to
 

address
 

potential
 

endogeneity
 

issues
 

in
 

econometric
 

models
 

and
 

ensure
 

the
 

robustness
 

of
 

our
 

conclusions,
 

we
 

employ
 

IV
 

OProbit,
 

TEM,
 

and
 

CEM
 

methods.
 

The
 

results
 

validate
 

the
 

robustness
 

of
 

our
 

finding
 

that
 

the
 

Internet
 

usage
 

reduces
 

social
 

fairness.
 

Furthermore,
 

we
 

employ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to
 

determin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amples,
 

thus
 

providing
 

a
 

methodological
 

supplement
 

to
 

existing
 

literature.
 

Second,
 

the
 

paper’s
 

contribution
 

is
 

also
 

evident
 

in
 

its
 

research
 

content,
 

which
 

primarily
 

focuses
 

on
 

two
 

aspects:
 

examining
 

whether
 

the
 

Internet
 

usage
 

can
 

enhance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social
 

fair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that
 

constitute
 

a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age
 

with
 

regards
 

to
 

social
 

fairness,
 

considering
 

different
 

purposes
 

and
 

preferences.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usage
 

on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offering
 

compelling
 

empirical
 

support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China’s
 

pursuit
 

of
 

shared
 

development,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attainment
 

of
 

maximum
 

so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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